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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将成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划定贫困测度标准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先决

条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构建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采用A-F方法测算农村

地区相对贫困指数并对其进行多层次分解与动态分析，选取个体与外部因素相关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对农村相对贫困群

体致贫要素与驱动效应进行机理分析。研究表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指数和发生率逐年降低，入贫人口与脱贫人口变化

较为稳定；相对贫困程度大体呈现“东低西高”特征；经济、健康、主观评价维度相对贫困指数位居高位；社会资本和人力资

本层面的缺失对相对贫困群体贫困状况影响最大。由此提出适宜我国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对策，以推进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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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驱动效应研究

刘晗琪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640）

一、引言

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贫困治理则是一项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全球减贫

进程减缓，多国甚至面临绝对贫困人口比率上升的危机，而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减贫事业，逐步形成一套

经过实践检验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方案，在全球贫困治理进程中彰显“中国智慧”[1]。中国于2021年初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视为十年来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三件大事之一。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从根本上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目前我国扶贫工作重点已转向相对贫困治理，精准测度相对贫困人口是农村反贫困实践的基础性工

作。基于相对贫困的发展性、长期性特征，相对贫困的政策实施需要充分结合微观动态与宏观静态从而瞄

准贫困人口[2]，对入贫、返贫群体开展及时预警与精准干预工作。还应注意，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福利水平等

差距不断扩大，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具有区域间发展差距大的基本特征[3]，农村仍然是反贫困实践的主战场。

然而，目前相对贫困测度标准尚未统一，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现状如何？变化趋势如何？农村相对贫困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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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运用A-F方

法和贫困转移矩阵从年际、区域、省份等多维度测度与动态分析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概况，探究多维相对贫困

变化趋势与驱动效应机理，为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与思路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与主流经济学从物质层面解读相对贫困不同，本文认为相对贫困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不同群体间相比较

而产生的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应包含物质层面的客观差距和精神层面的主观差距，基于此明晰相对贫

困的基本内涵与多维表现形式，相关研究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注重点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移

贫困是一个动态发展命题，早期现代化社会中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绝对贫困。西方关于贫困的科学研

究起源于英国学者Downtree（1901）[4]对约克市的贫困调查，他将绝对贫困定义为“一种最低需要的缺乏，无法

达到生活所需的最低需求水平”，开创性提出以最低生活支出作为判断标准的贫困线概念。随着反贫困进

程的不断深入，学界对相对贫困进行广泛讨论。美国学者Fuchs（1967）[5]基于相对收入首次提出相对贫困的

概念，将收入低于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的家庭定义为贫困。在此基础上，学界分别从资源分配和权力

剥夺界定相对贫困。一方面，相对贫困不仅意味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更强调人的吃、住、娱乐和参与

社会活动的资源均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6~7]。另一方面，Sen（1999）[8]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的分析框架，认

为贫困是对人满足营养需求、免受饥饿与疾病、接受教育、参与社区社会活动的功能等基本可行能力的剥

夺。Chamber（1995）[9]、郭熙保（2005）[10]、邢成举等（2019）[11]指出相对贫困反映了社会不同群体间因教育、健

康、社会排斥、社会话语权等物质或精神层面的匮乏而形成的相对剥夺感。

（二）测度标准由单一指标向多维要素拓宽

相较立足于客观估计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测度更为复杂。从国际实践看，多数国家或地区使用收入

指标设定相对贫困线，即以当地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60%为标准。如世界银行将相对贫困标准设定为

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12]；欧盟成员国设定个体收入水平低于全体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或60%为相对贫困

人口[13]。美国、新加坡等按照居民比例划定相对贫困线[14]。随着相对贫困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公

众的教育、健康状况、生活水平、社会权利等方面均存在贫困状况，明确相对贫困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结构

性问题，其标准应随着社会转型发展不断丰富。Alkire和 Foster（2011）[15]基于对FGT 指数的调整提出了以健

康、教育、生活水平为主要维度的可分解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牛津

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开发了多维贫困指数（MPI）[16]，该指数也被公认为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的权威指数。

目前国内尚未统一衡量相对贫困的标准，学界对于相对贫困标准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

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视角确定相对贫困标准，张琦等（2020）[17]、樊增增等（2021）[18]认为相对贫困测度应

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后者还以家庭人均收入均值的30%或50%设定强相对贫困线，从城乡、地区、省际角度

对比分析中国相对贫困状况。杨宜勇等（2021）[19]、池振合等（2013）[20]指出低收入群体就是相对贫困群体，而

区分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贫困线则为收入中位数的一半。陈宗胜等（2013）[21]、孙久文等

（2019）[22]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设定可调整性农村相对贫困线。另一类研究则认为以收入（消费）比例法

设定相对贫困线会导致全国与地方相对贫困标准存在差异，且单一经济指标难以衡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

中的多元化因素，应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进行测度。多位学者根据我国国情对相对贫困维度进行了扩

充，如王小林等（2020）[23]指出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应包含反映“贫”的经济维度，还应融入社会发展维度和

生态环境指标以反映相对贫困的“困”；方迎风等（2021）[24]在测度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时采用UNDP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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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大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收入维度。

关于相对贫困测度的标准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教育等客观维度确定，缺乏对主观层面的考量。马克

思的人学理论强调从人的本质和人的需要出发深究“贫困”之问，指出人是“自然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与

“意识的存在”，贫困则是基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精神等需要不能得以有效满足而产生[25]。马克思所论述

的无产阶级贫困不仅是物质的剥夺，还是一种不良的精神和心理境况。此外汪三贵等（2020）[26]、罗必良

（2020）[27]指出主观性是相对贫困的特殊性质，包含个体获得感、幸福感及满意度的主观感受，相对贫困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社会心理问题。由此可见，贫困是个体在其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多维失衡的结果，物质

和精神的缺失都应纳入相对贫困测度的标准。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对相对贫困内涵的界定与测度标准的考量，认识到相对贫困问题本质上就是多维

贫困问题。目前我国相对贫困测度研究涉及经济维度指标较多，但缺乏对社会地位、个体幸福感等其他主

观精神层面的探讨。在剖析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现状方面，动态分析相对贫困变化趋势的相关成果有所欠

缺。基于此，本文充分考虑物质和精神两大层面构建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体系，对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

况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变化特征趋势，同时选取个体与外部因素相关变量构建实证模型，对农村相对贫困驱

动效应进行机理分析，以期对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政策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相对贫困测度方法：A-F双界限法

本文运用A-F方法测度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假设有n个样本，m个贫困维度（m≥2）。令 Z = [ ]Zab 表

示n×m的矩阵，代表n个样本在m个维度上的取值，矩阵中任意元素 Zab 代表个体 a=1,2,3,...,n在维度b=1,2,
3，…，m中的取值，且 yab ≥ 0 。将行向量 Za 定义为个体 a在某维度的福利水平，而每个列向量Zb代表维度b
上所有个体的福利水平。

首先，划定单一维度相对贫困线，设置剥夺临界值。对于任何给定的 Z ，令 g0 =[g0
ij ] 表示与 y相关的0-

1剥夺矩阵，令 Xb 表示个体在维度 b中被剥夺的临界值，X 为剥夺临界值的行向量。当 Zab＜Xb 时，g0
ab =1；

当 Zab ≥Xb 时，g0
ab = 0 。接着设定贫困临界值判断个体是否处于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令个体a在所有维度或

指标上的被剥夺总分数为 ca ，其公式为 ca =∑
b = 1

m

wa g0
ab ，其中Wj 为指标 j 的权重，且∑

b = 1

m

wb =1。对于临界值

K∈ [0，1]，设 ρk 为测度多维相对贫困的函数，当 ca ≥K 时，ρ(Za ; X ) =1，此时个体 i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反之

当 ca＜K 时，ρ(Za ; X ) =0。
在测度多维相对贫困人口后，可根据多维相对贫困人口占人口比例计算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H =

q
n
，

用以评估农村相对贫困水平。同时将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M0 设定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 H 与平均剥夺份

额 A 两者的乘积，用以估计多维相对贫困的广度，计算公式为 M0 = HA，A =
∑

a = 1

n

ca( )K

q
，其中 Mob 为多维相对

贫困人口数量，n为样本总量。

A-F方法的显著优点就是可分解性，能分析不同区域、维度及指标对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各维度

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 βb =
Mob

M0

=
∑

a = 1

n

wb g0
ab

n

∑
a = 1

n

ca( )K

n
=
∑

a = 1

n

wb g0
ab

∑
a = 1

n

ca( )K
，其中Mob为维度b的多维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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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βb 为维度 b的贡献率。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根据现有资料，本文采用2014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简称CFPS），研究样本主要来源于

CFPS2014中的成人库、少儿库、家庭经济库和CFPS2018中的个人库、家庭经济库、少儿家长代答库，将家庭

单个成员作为研究样本。基于研究目标，对初始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CFPS2014和CFPS2018中个人

库和少儿家长代答库重复存在的10~15岁少儿样本数据，并通过VLOOKUP功能将其与家庭经济库相关数

据进行合并；（2）保留合并表格中城乡分类为乡村且为家庭基因成员的样本；（3）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因

海南省、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涵盖的样本量甚微，代

表性不强，故剔除；对于一些如幼儿主观评价等数据缺失的，综合考量其他家庭成员问答情况进行补齐。经

处理后获得2014年、2018年有效样本量分别为9031个、9101个。

（三）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题中之义就是要破解多维贫困问题。本文主要参考学界广泛借鉴的多维贫困指

数MPI，即将教育、健康纳入相对贫困衡量范围[28]。健康扶贫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因病致贫是

农村地区最为突出的致贫因素[29]，本文选取健康状况作为农村相对贫困瞄准的重要因素具备合理性[30]。

我国农村地区已脱贫人口中的易返贫群体作为相对贫困人口的重点测度对象，通过政府转移性收入

等制度保障摆脱绝对贫困，在后扶贫时代其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切实强化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防止

其因可持续生计脆弱性而导致的返贫风险[31]。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健全农村地区劳动者就业保障有助于提

升其风险应对能力[32]，为其创造充裕就业机会有助于维持农村地区稳定发展与共同富裕[33]，此外作为我国

社会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医疗保险[34]与养老保险[35]，对我国农村地区减贫治贫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

此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测度应充分考虑社会保障方面，包括农村人口的就业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36~37]。

此外，相对贫困所导致的剥夺感来源于相对贫困群体对公共产品匮乏与社会不公经历的主观感受[38]，与

客观指标测量个体贫困程度相比，主观层面对于相对贫困的认识在评估贫困群体的个人福祉中更为重要[39]，

特别地，人民对政府信任程度与其多样化美好生活需要得以保障的主观感知紧密相关[40]。因此在测度农村

多维相对贫困时，应充分考虑农村人口的主观福利，将生活幸福感[41]、社会地位[42]、对政府信任程度[43]等指标

进行综合衡量。

综上所述，本文参考A-F多维贫困测度框架，基于已有研究文献并结合相对贫困客观的物质层面和主

观的精神层面两大内涵，制定由教育、经济、健康、社会保障、主观评价五个维度构成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

标体系，进一步提升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的科学性与敏感度，并采取等权重进行赋权，结果见表1。
表1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测量维度、指标及描述

教育

经济

健康

成人教育

青少年教育

家庭人均纯收入

恩格尔系数

生活条件

BMI健康指数

健康状况

智力水平

1/10
1/10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家庭中成年人最高学历低于初中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家庭中适龄儿童未入学或辍学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样本均值的50%，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家庭食物支出与家庭总支出的比值高于45%，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做饭用水使用非自来水、非纯净水的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身体质量指数BMI<18.5或BMI≥24，赋值为1，18.5≤BMI＜24赋值为0
成年人半年内患有慢性病或少儿一年内去医院看病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1~7分，任意家庭成员打分范围1~3分赋值为1，4~7分赋值为0

维度 指标 赋权 指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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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主观评价

就业状况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生活幸福感

对政府信任程度

社会地位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赋值为1，处于在业状态的赋值为0
家庭中成年人未参加任何类型的养老保险赋值为1，否则为0
未参加任何医疗保险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0~10分，任意家庭成员打分范围在0~5分赋值为1，6~10分赋值为0
0~10分，任意家庭成员打分范围在0~4分赋值为1，5~10分赋值为0
1~5分，任意家庭成员打分范围在1~2分赋值为1，3~5分赋值为0

维度 指标 赋权 指标描述

四、实证研究与分析

（一）多维相对贫困人口测度分析

本文运用A-F方法测算中国农村地区 2014年和 2018年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表 2）。结合变动趋势

图（图 1）发现随着多维相对贫困维度K的增加，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H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0均呈现下

降趋势，而平均剥夺份额A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多维相对贫困维度K的增加，农村相对贫困状

况会减少。

表2 2014－2018年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变动情况

多维相对贫困维度

K=0.1
K=0.2
K=0.3
K=0.4
K=0.5
K=0.6
K=0.7

2014
H（%）

91.44
76.25
39.43
23.51
7.90
2.70
0.33

A（%）

30.28
33.56
42.13
47.40
56.52
63.61
74.78

M0

0.2769
0.2559
0.1661
0.1114
0.0446
0.0172
0.0025

2018
H（%）

90.99
71.52
27.52
13.33
4.45
0.33
0.03

A（%）

27.34
30.95
40.63
46.07
52.67
63.78
70.00

M0

0.2488
0.2214
0.1118
0.0614
0.0234
0.0021
0.0002

图1 2014－2018年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变动趋势（%）

表1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测量维度、指标及描述（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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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K由0.1向0.3变化时，H与M0下降幅度较大，其中M0下降超0.1，H下降超50%；当K≥0.4，H与

M0下降速度逐渐平稳并趋于0，而平均剥夺份额A逐渐增加，进一步表明随着相对贫困维度的扩大，多维相

对贫困状况逐渐缓解；当多维相对贫困维度K=0.7，M0＜0.01，表明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基本消失，但被测度为

相对贫困的群体贫困状况尤为突出。

本文参照Alkire等（2010）[44]将多维贫困截断点设置为 30%的方法，选择K=0.3的横向数据进行详细讨

论。2014－2018年我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0显著减少，从 2014年的 0.1661下降至 2018年的

0.1118，同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H同样保持下降趋势，从2014年的39.43%下降至2018年的27.52%。值得

关注的是，相较于H与M0的大幅度下降，平均剥夺份额A却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始终保持在40%左右，这说

明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况减少，但剩余多维相对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完全得到提升。

为进一步揭示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变化趋势，本文采用2014－2018年面板数据构成农村多维相对贫

困转移矩阵，从微观视角探究农村居民个体相对贫困的演变特征与潜在规律，表3中行数据表示2014年深

度贫困、轻度贫困和非贫困人口的份额，列数据表示2018年上述三类人口的份额。本文规定深度贫困人口

按多维相对贫困维度K≥0.4计算，轻度贫困按K=0.3～0.4计算，K＜0.3划定为非贫困。由表3得出，2018年
我国农村有40.61%的人口从未受多维相对贫困剥夺，处于从不贫困状态；21.64%的人口一直处于多维相对

贫困状态；处于入贫和脱贫的多维相对贫困人口比例各占比18.60%、19.15%。2018年农村深度贫困人口比

例较2014年下降5%。轻度相对贫困人口2014－2018年脱贫率达51%（11.40% /22.44%）。同时2014年深度

贫困人口占总样本的比例为18.35%，其中34%（6.18%/18.35%）的深度贫困人口在2018年转换为轻度贫困，

42%（7.74%/18.35%）的深度相对贫困人口已实现脱贫。通过对三种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流动性分析可见，我

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整体提升空间较大，入贫人口与脱贫人口变化较为稳定。

表3 2014－2018年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转移矩阵（%）

多维相对贫困程度（2014）

深度贫困

轻度贫困

非贫困

总计

多维相对贫困程度（2018）
深度贫困

4.43
3.76
4.91

13.10

轻度贫困

6.18
7.27

13.70
27.14

非贫困

7.74
11.40
40.61
59.76

总计

18.35
22.44
59.21

100.00

（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解

本文参照联合国的K值标准（K≥0.3），结合临界值内涵和样本代表性，以K=0.3从区域、省份、指标和维

度多角度对我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

1. 按区域分解

依据国家统计局区域划分[45]，对我国东、中、西和东北区域的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进行测算（表

4）。总体上看，中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的地域差距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0不到

0.1，一直保持在最低水平；2014年西部地区M0接近0.2，2018年东北地区M0约为0.16，该地区相对贫困情况

严重；中部地区处于中间水平，与当前中国各区域实际情况较为吻合，即处于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居民更

容易遭受多维剥夺而陷入相对贫困。具体来看，2014年西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H为46.16%，是同期

东部地区的两倍之多，2018年西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H较2014年相比下降近20%，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0

减少近0.06，两个指数下降幅度均高于其他三个区域，相对贫困情况也优于东北区域，与东中部地区差距逐

渐缩小，可以推测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定程度上惠及当地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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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区域统计（2014－2018年）

项目

H（%）

A（%）

M0

东部地区

2014
22.83
41.24
0.0941

2018
24.35
40.88
0.0995

中部地区

2014
39.03
41.95
0.1637

2018
25.03
40.03
0.1002

西部地区

2014
46.16
42.76
0.1974

2018
34.36
40.69
0.1398

东北地区

2014
42.15
42.37
0.1786

2018
38.7
41.04
0.1588

2. 按省份分解

进一步测算我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省统计数据（表 5）并绘制各省份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对比图

（图2），可见2014年相对贫困程度最严重地区集中在广西、四川等西部省份，相对贫困程度较低地区集中在

上海、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2018年西部省份相对贫困指数下降但相对贫困程度仍然较高，东北省份农

村地区整体的相对贫困变化程度较高。这与区域分解的结果基本一致，即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大体呈现

出“东低西高”的特点，与我国“东高西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有密切关系，西部省份农村地区贫困户数量

庞大，教育资源、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江浙沪等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西部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程度

较为严重。处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广东省分解结果与探讨结果有所出入，2014年和2018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位均位列全国前十，但广东省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指数处于中档甚至偏

后的范围，可能与其区域经济差距大、中低收入人群比例较高有关。相对贫困具有空间差异性，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与相对贫困程度不存在绝对关联，区域间个体的相对贫困状况存在差异，相对贫困测度不仅要关注

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经济状况，更要充分考虑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多样性。

表5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省份统计（2014－2018年）
省份

安徽省

北京市

福建省

甘肃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

河北省

河南省

2014
0.0860
0.0667
0.1154
0.1898
0.1724
0.2944
0.1521
0.1053
0.1521

2018
0.0593
0.0190
0.1101
0.0916
0.1410
0.1868
0.1050
0.0821
0.0873

省份

黑龙江省

湖北省

江苏省

江西省

辽宁省

山东省

山西省

陕西省

上海市

2014
0.1989
0.1158
0.0860
0.1653
0.1662
0.1048
0.2004
0.1834
0.0474

2018
0.1455
0.0613
0.0516
0.1472
0.1548
0.0483
0.1217
0.1375
0.0267

省份

四川省

天津市

云南省

浙江省

湖南省

吉林省

重庆市

2014
0.2454
0.0622
0.1662
0.0799
0.1721
0.2278
0.2044

2018
0.1533
0.1009
0.0803
0.0329
0.0944
0.1865
0.1266

图2 2014年（左）与2018年（右）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省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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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维度、指标分解

讨论我国农村地区各维度及指标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贡献率（表6），对于精准制定多维相对贫困帮

扶政策具有较强指导意义。

经济维度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持较高水平（2014年、2018年分别为0.0382、0.0271，数据为分指标相对贫困

指数加总），说明促进经济发展仍是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任务。教育维度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均持较低水平（2014年、2018年分别为0.0298、0.0209），这是由于我国自2006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使

农村地区未受初中教育的人数大幅减少。教育维度中 2018年成人教育贡献率远高于 2014年数值，达

17.98%，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人口教育整体状况有待优化。这可能是长期历史因素导致农村地

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多数成年人学历较低，因年龄限制该群体无法享受我国义务教育制度带来的直接红利，

使得成人教育这一指标总体水平难以通过政策调整或社会经济发展提升，但这一情况会随我国教育制度的

优化逐步改善甚至消除。健康维度对总体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呈下降趋势，说明我国农村地区多维贫困人

口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BMI健康指数的贡献率上升约9%，揭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其健康意识、生活习惯

有待提升。社会保障维度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一直保持较低水平（2014年、2018年分别为0.0336、0.017），这与

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密切相关，农村地区社会保障相对贫困逐渐减缓，与我国贫困

治理进程相一致。主观评价维度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变化幅度最大，2018年贡献率提升超5%，仅次于经济维

度贡献率排名第二，对政府信任程度指标贡献率保持7%上下，预示着应加快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和

能力，注重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

表6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指标统计（2014－2018年）

维度

教育

经济

健康

社会保障

主观评价

项目

成人教育

青少年教育

家庭人均纯收入

恩格尔系数

生活条件

BMI健康指数

健康状况

智力水平

就业状况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生活幸福感

对政府信任程度

社会地位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

2014
0.0174
0.0124
0.0138
0.0085
0.0159
0.0156
0.0078
0.0122
0.0110
0.0165
0.0061
0.0096
0.0114
0.0079

2018
0.0201
0.0008
0.0103
0.0063
0.0105
0.0115
0.0046
0.0058
0.0045
0.0098
0.0027
0.0088
0.0095
0.0068

贡献率（%）

2014
10.45
7.44
8.28
5.12
9.58
9.40
4.72
7.35
6.63
9.91
3.68
5.79
6.88
4.77

2018
17.98
0.70
9.22
5.59
9.36

10.27
4.13
5.16
4.00
8.75
2.39
7.89
8.52
6.05

（三）多维相对贫困驱动效应分析

本文采取当前贫困研究常用的个体因素与外部环境相结合视角[46]，深入探究我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

困的驱动因素，运用SPSS软件对我国农村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和问卷中的相关变量进行Logistic回
归，经过筛选保留13个较为显著的核心变量，并参考阿玛蒂亚·森（1999）的可行能力理论[8]将变量划分为个体

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四个类别（表7），2018年多维相对贫困群体致贫要素回归结果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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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N=9101）
类别

个体特征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

变量

年龄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

教育程度

健康水平

就业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

耐用消费品

现金存款

医疗保险

社会地位

对政府信任程度

变量描述

受访者年龄

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
未婚/离异/丧偶=1，同居/在婚=0
家庭人数

类别变量，参照组为文盲

好=0，差=1
失业/不在劳动力市场=1，在业=0
家庭总收入/家庭人数

耐用消费品总值

家庭现金存款量

未享受医保=1，享受医保=0
受访者主观评分

受访者主观评分

均值

42.11
0.95
0.25
4.53
1.32
0.46
0.14

17100.30
31361.95
28510.92

0.08
3.16
5.10

标准差

16.25
0.21
0.43
2.02
1.19
0.50
0.34

20462.93
67264.36
72189.95

0.27
1.09
2.72

最小值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最大值

92
1
1
13
5
1
1

533333
2000000
2000000

1
5
10

注：（1）教育程度分类：文盲/半文盲=0；小学=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3；大专=4；本科及以上=5；（2）健康水平以BMI健康指数作为衡量

标准，18.5≤BMI＜24则健康状况为好，BMI<18.5或BMI≥24则健康状况为差；（3）社会地位问卷考察为个体自评制，得分范围为 0~5，分高则

优；（4）对政府信任程度问卷考察为主观评价制，得分范围为0~10，分高则优。

表8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N=9101）

类别

个体特征

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

社会资本

Omnibus值
似然估计值

变量

年龄

户口性质

婚姻状况

家庭规模

教育程度

健康水平

就业状况

家庭人均收入

耐用消费品

现金存款

医疗保险

社会地位

对政府信任程度

参数估计

B
0.022***

0.205
0.193**

-0.034**

-0.586***

1.129***

0.316***

0.000***

0.000***

0.000**

1.333***

-0.161***

-0.210***

2203.337
8506.82

标准误差

SE
0.002
0.150
0.080
0.015
0.028
0.055
0.076
0.000
0.000
0.000
0.095
0.025
0.010

沃尔德统计量

Wald
113.787

1.859
5.800
4.955

424.471
415.064
17.270
83.207
39.166
6.784

197.521
42.559

415.434
显著性

预测正确率

显著性

Sig
0.000
0.173
0.016
0.02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9
0.000
0.000
0.000

优势比

OR
1.023
1.228
1.213
0.967
0.557
3.092
1.372
1.000
1.000
1.000
3.793
0.851
0.811

0.000
78.00%

EXP（B）的 95% CI
下限

1.019
0.914
1.037
0.939
0.526
2.774
1.182
1.000
1.000
1.000
3.150
0.811
0.795

上限

1.027
1.648
1.419
0.996
0.589
3.447
1.592
1.000
1.000
1.000
4.569
0.894
0.82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对相对贫困影响显著，其中年龄和婚姻状况与相对贫困情

况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个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可能性越大，具体来说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陷入

相对贫困的风险则会增高 2.3%。婚姻状况处于同居/在婚的个体相较于其他个体更不易陷入多维相对贫

困。此外家庭规模与相对贫困呈现负相关性，即家庭人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则下

降3.3%，本文推断因家庭人数越多，越有机会获得更多就业机会以提升整体家庭收入水平，因而不易陷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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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相对贫困。此外，农村人口户口性质对其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影响并不显著。

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均与个体遭受多维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关系。教

育程度作为类别变量，该变量每提升一个等级，将导致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降低44.3%，即随着学历程度提

高和知识素养提升，农村人口拥有摆脱多维相对贫困的能力则越强。而健康水平与就业状况则与遭受多维

相对贫困剥夺呈正相关，简言之，健康水平差、缺乏就业机会的个体更易陷入多维相对贫困。

从物质资本角度来看，家庭人均收入、耐用消费品总值和储蓄现金对多维相对贫困情况影响较为显著，

但其边际效应为0，间接反映了物质资本要素并不是衡量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唯一标准。

从社会资本层面分析，医疗保障指标效应值与优势比均为正值且最高，表明未充分享受医疗保障服务

的个体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较享受医疗保障的个体高279.3%，深刻揭示了我国需进一步强化农村医疗保障

制度建设，促使农户摆脱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困境。社会地位和对政府信任程度这两个主观评价类变量均

与相对贫困呈现显著性负向关系，社会地位指标、对政府信任程度指标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体陷入相对贫困

风险分别降低14.9%和18.9%。具体而言，社会地位反映了农村人口对经济社会环境中自身所处位置的衡

量，社会地位的自评分越高，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就越大。而农村人口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政府行

政水平的客观结果，信任程度高更有益于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推进，贫困群体更能够获得政策保障和福利

支持，从而增加收入、提升能力最终摆脱多维相对贫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参照A-F方法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入手对农村人口样本进行相对贫

困测度，并按照年际、区域、省份和指标等多方面对相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以此探究我国农村地区相对贫

困状况及变化趋势，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相对贫困驱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整体上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状况逐渐缓解，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下降幅度较大，入贫人口与脱贫人口变化

较为稳定，但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程度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基本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通过

年际对比分析得到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但平均剥夺份额变化幅度不大。从贫

困指数省份分解来看，我国西南、东北地区相对贫困情况较为严重，说明要继续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和东北

振兴战略，缩减相对贫困程度省际差异，推动全国相对贫困减贫进程同步发展。从贫困指数维度分解来看，

经济维度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持较高水平，健康维度对总体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主观评价维度

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变化幅度最大，教育维度和社会保障维度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均持较低水平，成人教育、健

康指数、对政府信任程度等指标贡献率较高。探究多维相对贫困驱动效应得出，农村人口的人力资本、社会

资本、物质资本及个人特征对农村相对贫困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层面的缺失对相对

贫困群体贫困状况影响最大。驱动效应与贫困指数指标分解结果存在异质性，但整体情况基本相符。

（二）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建立综合性农村相对贫困动态测度体系。做好贫困测度工作是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条

件，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状况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更多出现在文化贫困、社会权利剥夺、社会排斥等方面，单

一贫困测度具有不稳定性，不能完全反映相对贫困状况。因此要设置多维度测度指标，除纳入常见的收入、

消费等经济指标外，要兼顾教育、健康、社会认知、生态环境等多层次评价指标，实现指标维度构建的全面性

和合理性。同时考虑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农村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应以农村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为依

据对测度指标进行动态调整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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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优化扶贫资源配置效能，激发农村居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政府在进行相对贫困治理时要充分

考虑影响贫困群体脱贫的“短板”因素，致力于综合提升贫困群体的福利水平，使其充分享受国家改革开放

各方面的红利。结合本文研究来看，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导致农村居民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致贫要

素，因此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基础设施建设，为相对贫困治理提供良好物质基础，同时加大推行

“造血式”扶贫模式，通过教育培训、就业帮扶等方式，进一步破除农村居民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激发其乡

村振兴内生动力。

第三，健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目前我国贫困治理迈向相对贫困新阶段[47]，规模性返贫的风险

依然存在，农村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要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摆在重要位置，而建立健全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能为其提供充分制度保障。本文研究发现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区域呈差异化且农户

贫困状态具有流动性，贫困治理需瞄准西南、东北等深度贫困人口，同时也不能遗漏东、中部地区的相对贫

困群体，需促进扶贫资源的可持续流动，防范返贫致贫风险。此外在测度体系确立的基础上，定期对农村地

区进行相对贫困测度，推动实行相对贫困指数、发生率等数据监管透明化，政府相关部门扶贫工作接受社会

监督，倒逼反贫困资源分配公平化。还需进一步强化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民生保障

底线，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黄承伟.中国减贫理论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及其历史世界意义[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0（1）：1-7.
[2] 代正光.“贫困县”如何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J].领导科学，2021（2）：107-110.
[3] 孙久文，张倩. 2020年后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经验、实践与理论构建[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79-

91+2.
[4] ROWNTREE B S. 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M].London：Macmillan，2015：36-38.
[5] FUCHS V. Redefining Poverty and Redistributing Income[J].The Public Interest，1967，14（8）：88-95.
[6] TOWNSEND P. Measuring Povert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54，5（2）：130-137.
[7] 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M].世界银行翻译小组，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30.
[8] SEN 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75．
[9] CHAMBERS R. Poverty and Livelihoods：whose Reality Counts? [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5，7（1）：173-204.
[10] 郭熙保.论贫困概念的内涵[J].山东社会科学，2005（12）：49-54+19.
[11] 邢成举，李小云.相对贫困与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J].改革，2019（12）：16-25.
[12] 左停，贺莉，刘文婧.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9+109.
[13] 李实，杨修娜.中等收入群体与共同富裕[J].经济导刊，2021（3）：65-71.
[14] 李鹏，张奇林，高明.后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相对贫困：内涵、识别与治理路径[J].经济学家，2021（5）：93-101.
[15] ALKIRE S，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1，95（7-8）：

476-487.
[16] 李连友. 中国社会发展指数的构建与实证：面向全面小康社会[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36.
[17] 张琦，沈扬扬.不同相对贫困标准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91-99.
[18] 樊增增，邹薇.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中国相对贫困的动态识别与贫困变化的量化分解[J].中国工业经济，2021（10）：

59-77.
[19] 杨宜勇，池振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J].社会科学研究，2021（6）：30-37.
[20] 池振合，杨宜勇.城镇低收入群体规模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北京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3（2）：

100-107.
[21] 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绝对与相对变动——兼论相对贫困线的设定[J].管理世界，2013（1）：67-75.
[22] 孙久文，夏添.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10）：

102



98-113.
[23] 王小林，冯贺霞.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J].中国农村经济，2020（3）：2-21.
[24] 方迎风，周少驰.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6）：21-30.
[25] 向天成，罗红芳.论文化扶贫的实践理路——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视角[J].贵州民族研究，2019（10）：45-51.
[26] 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

18-29+189.
[27] 罗必良.相对贫困治理：性质、策略与长效机制[J].求索，2020（6）：18-27.
[28] 王小林，Sabina 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J].中国农村经济，2009（12）：4-10+23.
[29] 汪三贵，刘明月.健康扶贫的作用机制、实施困境与政策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82-91+2.
[30] 程名望，盖庆恩，史清华.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J].经济研

究，2014（11）：130-144.
[31] 白增博，汪三贵，周园翔.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8-77.
[3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EB/OL].（2021-08-27）[2022-09-

18].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08/27/content_5633714.htm.
[33] 宋雅兵，朱进东.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现实阻碍与行动路向[J].新疆社会科学，2023（2）：41-51.
[34] 徐晓红，甘洁宇.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J].财政科学，2023（2）：58-75.
[35] 于新亮，严晓欢，上官熠文，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

2022（1）：146-165.
[36] 王大哲，朱红根，钱龙.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8）：16-34.
[37] 王卓.中国相对贫困的标准建构与测度——基于2021年四川专题调查[J].社会保障评论，2022（2）：88-104.
[38] 郑时彦，王志章.我国社会保障减缓主观贫困的实证研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检验[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21（3）：112-126+221.
[39] EVA S，BERNAD B. Beyond Debt. A Moderator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Financial Strain and Mental

Health[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1（12）：1725-1732.
[40] 王亚茹.民生保障获得感、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20（4）：18-27.
[41] 周力，沈坤荣.相对贫困与主观幸福感[J].农业经济问题，2021（11）：102-114.
[42] 边恕，纪晓晨.社会排斥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CFPS 2018的经验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1（3）：

87-99.
[43] 李鹏，柏维春.人民获得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J].行政论坛，2019（4）：75-81.
[44] ALKIRE S，M.E. SANTOS. Acute Multidtimensional Poverty：A New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

ic Publishing，2010：3.
[45] 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EB/OL].（2011-06-13）[2022-09-18].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ejtjk⁃

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
[46] 仲超，林闽钢.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12-120.
[47] 张俊英，申婧，雷芳.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成因及空间差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1）：121-129.

刘晗琪：我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驱动效应研究

（责任编辑：何 飞）

103


